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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厘清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机理、揭示财政政策工具缩小收入差

距的效应,本文构建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

外生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 收 入 再 分 配 的 动 态 效 应;模 拟 了“减 税 降

费、惠及民生”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研究发现:财政收入政策方面,消费和劳动减税具有优化

消费结构、刺激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而资本减税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反作

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增加投资性支出可在短期优化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

配格局,增加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短期提高了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但未发现缩小收

入差距的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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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创造了近10%的年均GDP增速和近

9%的人均GDP增速。但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

逐步扩大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存在的差距是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之一,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抑制收入分配差

距悬殊,维护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持续扩大的状

态,并且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比较严重的不均等状况(罗楚亮,2019)。事实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

续扩大导致了居民财富存量水平的不均等加剧,如图1(a)所示。并且,到2015年,我国收入分配基

尼系数不仅整体上呈升高趋势,而且,基尼系数曲线的典型转折点均出现在税收政策调整之年,特别

是个税政策调整年。例如,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的1994年以及调整个税免征额的2006年、2008年

和2011年,如图1(b)所示。
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手段,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均通过影响要素配置从而影

响居民的消费、投资决策和收入分配。首先,如果政府调整消费税、所得税或资本税政策,家庭必然

改变资本持有和消费水平实现其跨期最优目标,进而引起厂商产品定价和劳动力需求的再决策,最
终影响整体经济产出水平、工资水平及收入分配。其次,若政府调整其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或转

移性支出政策,自然会影响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改变家庭的消费和就业决策。最后,
还需更新异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

于是,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财政政策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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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居民财富存量差距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Wealth&IncomeDatabase)。

经济政策之一,财政政策的取向应从促增长和保增长逐渐演化为着力推动民生改善。2019年伊始,
财政部已多次发声,进一步减负、增加支出、扩大发债,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助力经济稳步

发展的同时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兼顾效

率与公平,以及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关心又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并厘清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机制、揭示财政政策

工具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对优化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探讨不同财政政策

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而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统计测算、微观模拟和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到动态随机一

般均衡DSGE建模的逐步深化。
对于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并测算特定的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政策

对于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首先,对于财政收入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诸多学者针对个人所得税和消

费税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进行测算。例如,张世伟、万相昱(2008)利用微观数据建立静态微观模

型对个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发现,尽管个税改革不能明显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能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并且促进税负公平。随着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岳希明等

(2012)和徐建炜等(2013)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虽然提高了税制累进性,但同时降低了平均有效税

率,进而弱化了本就十分微弱的收入分配效应。然而,国内学者对消费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则

存在一定分歧。例如,聂海峰、刘怡(2010)基于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利用投入产出表方法模拟了间接

税在不同部门的流转过程,研究表明,消费税与增值税、营业税存在相似的累退性。岳希明等

(2014)应用传统税收归宿实证分析方法观察平均税率与住户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税制整体

是累退的。但是,选择性课征的消费税的累进性指数为正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增值税等间

接税的累退性。其次,对于财政支出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学者们更加关注政府转移性支出的

收入调节作用,但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例如,胡日东、王卓(2002)对我国政府转移性支出、城镇基

尼系数和消费率进行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城镇基尼系数和促进消费。相反,陶纪

坤(2008)认为,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彭定

赟、王磊(2013)认为,政府转移性支出方式导致其调节效果的差异性:财政补贴性支出无法有效降

低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而社会保障支出及科教文卫支出能够明显降低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

差距。
对于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无论是研究财政政

策的直接再分配效应(岳希明等,2012;张世伟、万相昱,2008),还是通过对税收及财政支出的归宿进

行估计并测算再分配效应(岳希明等,2014),一般采用经典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测度并推断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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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或支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次,结构化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广泛应用,为财政政策收入

分配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有利工具。例如,汪昊、娄峰(2017)通过构建社会核算矩阵

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现我国的财政再分配在整体上对收入分配是逆向调节的。谢颖等(2017)
将公共支出冲击引入RBC模型,考察公共支出对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路径。
近年来,DSGE模型以其理论严谨性、宏微观一致性及长短期分析相结合的优点,成为目前宏观经济

政策效应分析的主流范式。所以,吴文庆(2011)明确指出,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主要的改

进空间包括:应区分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和税种的收入分配效应,增强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重视财政

政策对家庭收入层级带来的动态变化;区分财政政策效应的长短期性等。显然,借助DSGE分析方

法可以实现对这些问题更深入的研究。目前,构建考虑家庭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DSGE
模型是财政政策效应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例如,朱军、许志伟(2018)构建涵盖多种类型财政支

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并存的多级政府体系DSGE模型,并且刻画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考察

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白仲林等(2016)构建了考虑我国分税

制的DSGE模型,研究了国税、地税政策正向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江春等(2018)通过构建

异质性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技术、工资加成和利率变动三种外生冲击的居民消费

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然而,关于中国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除谢颖等(2017)文献外,鲜
有文献建立DSGE模型开展深入分析。并且,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对于财政政

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尚存在如下改进空间:首先,DSGE建模方法应将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和各税

种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增强政策启示的现实性;其次,在标准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应该细化

财政政策工具,使模型既可以分析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又可以研究财政政策

工具调节不同阶层居民收入的动态分配作用,而且可以讨论财政政策效应的长短期性;最后,还应

充分考虑我国“群体不平衡”的现状,通过模型设定、参数校准和模型模拟,以提供解决不同群体之

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的财政政策的优化措施。因此,本文将基于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设定异质性家庭、细化财政政策工具,重点研究各种财政政策对异质性家庭的消费、就业和工资收

入的动态影响,以及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1)按照是否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并进行跨期消费配置,将“李嘉图”和

“经验规则式”两类异质性家庭引入标准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分析各类财政政策冲击对收入分配

的影响机制;(2)细化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对两类家庭消费结构、投资

决策、就业以及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3)通过模拟分析,提出改善两类家庭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现

状的财政政策优化措施。本文的创新性研究,能够有效拓展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效应分析的研究方

法,增强抑制收入分配不平衡政策选择的现实性。

二、模型构建

在同质性家庭模型中,李嘉图等价条件成立,所有家庭面临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财政政策

对消费和收入是失效的;而在异质性模型中,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研究

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才变得有意义(吴立元、龚六堂,2018)。因此,我们引入异质性家庭及各类细分

的财政工具构建新凯恩斯经济体系。首先,从家庭收入来源及风险规避能力两方面区分异质性家

庭,刻画我国现阶段“群体不平衡”的现状和家庭收入层级的差异。一方面,假设中低收入家庭(经验

规则式家庭)收入仅为劳动收入和源于政府转移性支出的转移性收入,同时,高收入家庭(李嘉图家

庭)还可通过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获得资本收益;另一方面,在面对外生冲击时,高收入家庭将通过跨

期消费和投资决策规避风险,保持其收入稳定性。其次,为区分各类财政工具不同作用机制的差异,
按照财政支出和收入规则,对政策规则进行了细致划分。财政支出方面分别考察政府消费性支出、
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方面的作用机制;财政收入方面分别从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角度

区分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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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

Campbell& Mankiw(1989)利用G7国家数据对消费的欧拉方程进行估计并指出,总体经

济中的部分家庭能够依据其预期收入进行跨期消费配置,其他家庭简单地消费掉所有当期收

入。进一步地,Galíetal(2007)将居民消费异质性及非完备金融市场引入DSGE模型。本文参

考Galíetal(2007)、Motta& Tirelli(2012)将家庭分为两类:“李嘉图”家庭(Ricardianhouse-
hold)认同永久收入假说,通过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进行跨期消费配置,最优化其效用水平;“经验

规则式”家庭(Rule-of-thumbHousehold)不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简单地将每一期收入全部用于

消费。

1.李嘉图家庭。李嘉图家庭区别于经验规则式家庭的重要特征是,收入来源更广,既通过参与

资本市场获得收益,又通过跨期消费配置规避风险。李嘉图家庭的决策目标是最大化效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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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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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r表示李嘉图家庭,σc>0为消费风险厌恶系数,σl≥0为劳动的弗里希弹性之倒数,

0<γ<1表示消费惯性;εu
t 和εl

t 分别为消费者偏好冲击和劳动力供给冲击。并且,李嘉图家庭在t期

最大化其终生效用(1)时,满足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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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李嘉图家庭的税后消费Cr
t、投资Ir

t 和购买一期债券Br
t 的总支出不得超过总收入,其中,πt 为

通货膨胀率,τc
t、τl

t 和τk
t 分别表示政府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收的税率;Πr

t 为从具有所有权的企业得

到的红利;TRr
t 为家庭部门源于政府转移性支出的转移性收入。显然,(2)式左侧为李嘉图家庭的支

出部分,(1+τc
t)Cr

t、Ir
t、Br

t 分别表示t期消费、投资和购买债券支出;右侧表示收入部分,(1-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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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分别为税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Rt-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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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t
为债券市场收入,其中Rt-1为一期债券

的名义利率。
在预算约束下求解最优化问题分别得到李嘉图家庭关于消费、投资的一阶最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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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r
c,t为消费的边际效用。(3)式为李嘉图家庭消费的欧拉方程,(4)式表示李嘉图家庭进行

债券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债券回报带来的边际效用,即资本的影子价格,Qt 是持有资本未来净

收入的现值。

2.经验规则式家庭。经验规则式家庭不参与资本市场交易,不进行跨期消费配置,其当期的税

后劳动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全部都用于消费,其预算约束为:

(1+τc
t)Cn

t = (1-τl
t)wn

tLn
t +TRn

t (5)

其中,上标n表示经验规则式家庭。
(二)厂商

同质的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其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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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家庭效用函数参考王国静、田国强(2014)、康立、龚六堂(2014)和朱军(2015)的形式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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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品厂商最大化利润的一阶条件为:Y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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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讨论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效应,本文考虑了公共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中间产品的生产函

数为Cobb-Douglas型函数:

Yj,t =At(̂Kj,t)α(Lj,t)1-α(Kg
t)αg (7)

其中,Kg
t 表示公共资本,̂Kj,t=utKt 表示生产中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At 表示生产技术冲

击,并假设其服从平稳的AR(1)过程。生产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中间产品厂商分别以租金Rk
t 和工

资水平 Wt 租用资本和劳动,由中间产品厂商的最优化目标可得租金工资比方程和名义成本

方程:

K̂j,t

Lj,t
= α
1-α

Wt

Rk
t

(8)

Ptmct = 1
1-α

æ

è
ç

ö

ø
÷

1-α 1
α

æ

è
ç

ö

ø
÷

α

A-1
t (Kg

t)-αg(Wt)1-α(Rk
t)α (9)

(8)式说明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与工资水平和资本租金成反比。(9)式表示中间产品厂商

的边际成本随着工资率和资本回报率的增加而上升,积极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及公共资本的增加导

致边际成本的下降。
(三)政府

为了较全面地完善细化财政工具效应的研究,区分各种财政工具作用机制的差异,本文按照财

政支出和收入规则,对财政政策进行细致划分,财政支出方面分别考察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

和转移性支出三方面的作用机制,财政收入方面分别从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角度区分政策效

应。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τc
tCt+τl

tWtLt+τk
trk

tutKt-1+Bt = Rt-1

πt

æ

è
ç

ö

ø
÷Bt-1+Gt+IGt+TRt (10)

公共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Kg
t = (1-δkg)Kg

t-1+IGt (11)

众所周知,政府在预算约束下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调节,财政工具对于经济波动具有

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两类财政政策工具的目标均是保持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的稳定。其中,财政支

出工具在GDP偏离稳态时进行逆周期性调节,税收工具对产出缺口波动进行顺周期调控。并且,政
府通过财政工具的使用使债务波动得到控制。鉴于此,本文考虑宏观经济变量与财政工具间的内生

作用机制①,将财政政策工具设为:

ĝt =-φg
b̂Bt-φg

ŷYt+εg
t (12)

τ̂τ
t =φτ

b̂Bt+φτ
ŷYt+ετ

t (13)

其中,上标“̂ ”表示变量与其稳态水平之间的偏离。gt(Gt、IGt、TR)表示三类支出工具,τt(τc
t、

τl
t、τk

t)表示三类税收工具,εi
t(i=G,IG,TR,C,L,K)为相应的外生冲击,设其均服从平稳的AR(1)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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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调整经济,本文采用了对数线性化的货币政策规则①:

R̂t =ρ̂Rt-1+(1-ρ)(ρπ̂πt+ρπ̂Yt)+εr
t (14)

(四)均衡系统及不平等指数

本文将异质性家庭引入模型,其中占比为(1-ω)的李嘉图家庭拥有整个经济的资本存量,参与

资本市场交易,故资本市场的均衡问题与标准的同质性家庭模型有所不同,其中It=(1-ω)Ir
t,Kt=

(1-ω)Kr
t,Bt=(1-ω)Br

t,Πt=(1-ω)Πr
t。两类家庭在劳动供给、消费需求以及政府转移性支出等

方面共同参与:Ct=(1-ω)Cr
t+ωCn

t,Lt=(1-ω)Lr
t+ωLn

t,TRt=(1-ω)TRr
t+ωTRn

t。市场出清条件

为:Ct+It+Gt+IGt=Yt。并且,为更直观地反映各项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本文构建不平等

指数IN:

IN = 1
1-ω 1-Cn

t

Ct

æ

è
ç

ö

ø
÷ (15)

根据上式,Cn
t/Ct 表示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份额,(1-Cn

t/Ct)为李嘉图家庭的消费份额,由

∂(IN)/∂(1-ω)<0,∂(IN)/∂(1-Cn
t/Ct)>0可得不平等指数随李嘉图家庭人口比例的增加而降低,

随李嘉图家庭所占消费份额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本文定义的不平等指数IN 代表了消费不平等程

度,从而间接地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

三、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为使模型反映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基本特征,本文按照标准的DSGE模型求解步骤,采用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求解模型。首先,校准稳态参数,参考相关经验文献对部分参

数进行赋值,利用中国实际经济数据计算稳态值求解其余稳态参数;其次,利用实际经济数据进行贝

叶斯估计求解模型动态参数。
(一)参数校准

本文中家庭部门效用函数形式与王国静、田国强(2014)和康立、龚六堂(2014)以及朱军(2015)
的设定一致,可参考上述研究将居民外部消费习惯校准为0.7,跨期消费弹性倒数σc 和劳动在效用

函数中权重σl 分别设定为2和3.4。产品价格θp 设定取值为0.75。对于稳态时季度口径的资本折

旧率,借鉴王国静、田国强(2014)及朱军(2017)的研究将私人资本季度折旧率δk 校准为0.025,公共

资本折旧率δkg校准为0.015。令稳态时的资本利用率ur=1,工资加成 ν
1-ν=1.05

。

根据理论模型的变量含义,并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基于2007—2016年

中国季度经济数据计算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值。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估计季度贴现因子,
校准结果为0.985。其中“李嘉图家庭”占比(1-ω),本文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均值将其

校准为0.47。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定义为财政支出中去除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剩余部分,为
保持数据来源一致性,其中投资性支出界定为国家财政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性支出定义

为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之和

(张佐敏,2013,2014)。因此,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分别被

校准为0.122、0.030和0.076。校准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稳态值分别为0.076、0.082和

0.086。
(二)贝叶斯估计

关于财政政策变量对产出和债务的反应程度参数,本文使用我国2007—2016年季度经济数据

进行贝叶斯估计,包括总产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私人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名义利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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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作为贝叶斯估计的可观测数据。首先对数据进行了X12季节性调整、取对数以及 HP滤波处

理,然后采用蒙特卡罗-马尔科夫方法的随机 Metropolis-Hasting算法得到相应参数的后验分布,
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贝叶斯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先验分布 先验均值 标准差 后验均值 90%置信区间

φgy Gamma 0.5 0.2 0.5099 0.4850 0.5285

φIgy Gamma 0.5 0.2 0.3851 0.3629 0.3944

φtr
y Gamma 0.5 0.2 0.2064 0.1918 0.2199

φc
y Gamma 0.5 0.2 0.5790 0.5543 0.6089

φl
y Gamma 0.5 0.2 0.4798 0.4704 0.4896

φk
y Gamma 0.5 0.2 0.3652 0.3272 0.4122

φgb Gamma 0.4 0.2 0.0103 0.0094 0.0113

φIgb Gamma 0.4 0.2 0.0030 0.0010 0.0047

φtrb Gamma 0.4 0.2 0.0010 0.0007 0.0014

φcb Gamma 0.4 0.2 0.0010 0.0007 0.0014

φlb Gamma 0.4 0.2 0.0031 0.0012 0.0045

φkb Gamma 0.4 0.2 0.0015 0.0007 0.0020

  

四、财政政策冲击动态模拟分析

在建立并求解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进一步减税降费、增加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走向,本
文重点研究了财政收入政策的负向冲击及财政支出政策的正向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效应及

其收入分配效应,模拟了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减税政策及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以及转移

性支出增加政策的动态影响,特别分析了各政策导致两类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工资水平以及

就业意向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平等指数”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
(一)财政收入政策负向冲击效应

主要经济变量对于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负向冲击的动态响应如图2所示。显然,减税措施

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降低1%分别引起0.3%、

0.25%及0.17%的产出增加),然而不同税种的减免对两类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就业意向以

及不平等指数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均有所不同。
首先,消费减税直接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商品需求,使两类家庭的消费均增加,但经

验规则式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幅度更为明显。同时,总需求的增加促进就业导致总产出增加。由于

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增加挤出其投资,导致总产出的正向波动幅度小于总消费。尽管消费减税短期

促进消费和产出,但由于投资的减少,产出水平在长期范围内有小幅降低,并且伴随着李嘉图家庭

消费长期均衡水平的降低。不平等指数在短期内明显降低,但在5~15期相对均衡水平偏高,即
验证了聂海峰、刘怡(2010)关于消费税具有累退性的观点。可见,消费减税短期对于调节消费结

构和改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作用,针对不同类型消费品采取差异化征税措施将更有利于收入分配

的调节。
其次,劳动减税的即时效应是工资上涨,引致劳动力供给增加、总产出上升。由于劳动收入是经

验规则式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对其消费的促进效应显著。对于李嘉图

家庭来说,劳动减税带来的收入效应主要引起私人投资的增加,故消费没有明显变化。不平等指数

短期内明显降低,虽幅度不及消费减税效应,但中长期未出现累退性特征。可见,劳动减税无疑更有

利于提高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收入并改善其消费状况。因此,个税改革是我国经常用于调节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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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财政收入冲击脉冲响应

的主要政策手段。
最后,资本减税的即时效应同样带来劳动和资本在生产投入中的配置更新,这无疑导致更高的

资本需求和更低的劳动力需求。资本需求增加刺激投资,李嘉图家庭由于参与资本市场而获取更高

收益,因此收入增加进而消费增加。同时,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带来工资下行压力,经验规则式家庭

收入减少,消费也相应降低。因此,不平等指数短期内出现明显上升,并且中长期高于均衡水平,这
与岳希明等(2014)认为资本税具有累退性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见,资本减税未能改善消费结构和促

进就业,并且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到了消极作用。
综上所述,考虑不同税种减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消费和劳动减税对消费结构和就业意向的调

节作用更为显著,能够降低不平等指数,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资本减税更有利于高收入群

体,同时挤出劳动、降低就业,对于收入分配调节起“反作用”。因此,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

中,应着重考虑消费税和劳动税两种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
(二)财政支出政策正向冲击效应

主要经济变量对于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正向冲击的脉冲响应如图3所

示。显然,政府投资性支出及消费性支出短期内明显刺激经济增长(约为减税政策效应的5~8倍),
但同时推高了通货膨胀率,而转移性支出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较温和,短期和长期对经济总体影响

不大。与政府收入政策冲击相似,不同支出政策的正向冲击对两类家庭消费结构、投资决策、就业意

向以及不平等指数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均有所不同。
首先,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存在埃奇沃思互补效应,因此消费性支出的增加使总消

费在短期内立即增加,这一结论与Iwata(2013)和田国强(2014)的结论一致。然而,消费性支出增加

意味着政府要通过增加税收和发行债券来融资以保持预算平衡,李嘉图家庭在经济系统中掌握更多

财富,所导致的财富负效应使李嘉图家庭减少消费(王文甫,2010)。长期来看,私人消费被政府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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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财政支出冲击脉冲响应

性支出挤出,经验规则性家庭的消费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基本一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

且,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刺激需求上升进而促进就业,但由于政府融资引起的财富负效应挤出私人投

资,导致总产出降至均衡水平以下。不平等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在长期高于均衡水平。
可见,消费性支出增加在短期内促进就业并改善经验规则式家庭消费,但从长期来看,没有实质性的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
其次,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主要区别在于,投资性支出增加促进公共资本的增加,进而对

产出形成正外部性,总产出增加刺激私人消费,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明显上升。公共资本增加短

期内挤占了私人投资,在负的财富效应下李嘉图家庭消费降低,公共资本正外部性提高要素生产率

进而使私人投资回升,这与田国强(2014)的结论一致。同时,劳动需求增加导致工资水平上升,由于

劳动收入是经验规则式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及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显著提升其消费水平,不
平等指数短期内明显下降。显然,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能够提升工资收入,改善经验规则式家庭消

费水平,有利于收入分配调节。
最后,政府转移性支出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较温和,经验规则式家庭收入增加促进其消费,

总消费增加。需求上升刺激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工资水平上升,长期各变量均回到均衡水平。不平

等指数短期内下降,但是幅度不及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短期内增加经验规则式家庭的

收入,提升其消费水平,降低不平等指数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无长期效应。
综上所述,考虑不同支出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投资性支出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能够改善消

费结构,降低不平等指数,且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转移性支出短期内提升经验规则式家庭的生活

水平,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消费性支出短期内促进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但在长期对总产出、总消

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均呈现负效应,且无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
应着重考虑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种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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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推动民生改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应当在改善居民收入

分配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发挥关键的积极作用。鉴于现阶段中国“群体不平衡”的现状,本文构

建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再

分配的经济机理分析,研究了外生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动态

效应,并且模拟了减税降费、增加支出等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
通过模型求解和模拟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消费、劳动和资本的减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两类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就业意向以及不平等指数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均有所不同。
消费和劳动减税对消费结构和就业意向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能够降低不平等指数,具有缩小收入

差距的作用;而资本减税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对于收入分配调节起“反作用”。(2)政府消费性支

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其中,投资性支出的积极作

用更为明显,既能够改善消费结构、降低不平等,又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转移性支出短期

内提升经验规则式家庭的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费性支出短期内促进经验规则式家庭的

消费,但在长期对总产出、总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均呈现负效应,且未发现调节收入分配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结合现阶段财政政策目标及改革动向,提出如下政策优化建议:(1)在进一

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时,应考虑税制的结构性改革。例如,针对不同产品调整消费税及增值税的征

收措施,对奢侈品、投资性房产、高能耗及重污染产品增税,而对农牧产品及居民基本生活用品减税,
从而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2)优化个人所得税结构,通过提高免征额和调整累进税率,切
实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显然,2018年7月新一轮个税改革使工薪阶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
是劳动减税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体现。(3)鉴于资本减税的消极效应及中国宏观经济“向虚”的
现状,应适当提高资本税率,促进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抑制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4)应重视政

府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监管投资性支出所形成的公共资本去向,着
重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教文卫领域,以改善民生、提高公共资本的正外部性。同时,优化政府

转移性支出制度,提高转移性支出的针对性和精准性,特别要确保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支付,缓解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使各阶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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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comeDistributionEffectofFiscalPolicyunder
thePresentConditionofUnbalancedDevelopment

BAIZhonglin1 YINYanhui1 MIAOYan2

(1.Tianjin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Tianjin,China;2.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China)

  Abstract:Inordertorevealtheeconomicmechanismoffiscalpolicytoredistributeincomeofresidentsandesti-
matetheeffectoffiscalpolicytoolstonarrowtheincomegap,thispaperconstructsanewKeynesianDSGEmodel
thatconsidershouseholdincomeheterogeneityandrefinesfiscalpolicytools,analysesthedynamiceffectsofexoge-
nousshocksoffiscalpolicyonresidents􀆳consumption,employment,wagelevelandincomeredistribution,andsimu-
latesthemacro-controleffectsofthepolicyoftaxandfeereduction.Thestudyshowsthat,intermsoffiscalrevenue

policy,consumptionandlabortaxreductionshavetheeffectofupgradingtheconsumptionstructure,stimulatingem-

ploymentandimprovingtheincomedistributionpattern,whilecapitaltaxreductionhasawideningeffectonincome

gap;intermsoffiscalexpenditurepolicy,theinvestmentexpenditurecanupdgradetheconsumptionstructure,pro-
moteeconomicgrowthandimprovetheincomedistributionpatternintheshortterm.Increasingconsumptionand
transferexpenditurewillincreasetheconsumptionofrule-of-thumbhouseholdsintheshortterm,butthelong-term
effectofnarrowingtheincomegapisnotdetected.

Keywords:IncomeDistribution;HeterogeneousFamily;DSGEModel;FiscalExpenditurePolicy;FiscalRevenu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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